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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  磊 **

    摘  要：在新时代背景下对法学基本范畴的内涵和体系进行重构，是构建中国自主法学知识

体系的“成事之要”。“政治新时代”和“科技新时代”的到来，为法学基本范畴的重构提供了背景

和动因。法学基本范畴从法学学科体系看构成了近代法律科学的“通用语汇”，从法学学术体系看

可谓是法学理论创新的“思想芯片”，从法学话语体系看形塑了中国法学对外传播的“基本语法”。

为了重构法学基本范畴，一方面要进行理论上的融会贯通，即贯通马克思主义、中华传统优秀法治

文明和西方优秀法治文化三个传统，另一方面要对历史和当下的法治实践予以归纳提炼，并通过

建构性解释上升为法学概念和范畴。重构的核心任务在于构筑兼具普遍性与中国性的法学基本范

畴体系，为此既要加强对原创性概念和范畴的研究，也要加强对普遍法学概念和范畴的新内涵的

研究，并按科学严密的内在结构构筑起以“法”和“法治”为核心、兼具静态性和动态性的二元法

学基本范畴体系。

    关键词：法学基本范畴  自主法学知识体系  新时代  普遍性  中国性

*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专项项目“习近平法治思想与中国特色法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创新研究”（项

目编号：2022JZDZ003）、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重大项目“时代镜像中的法理学研究”（项目编号：21JHQ012）阶段性成果。

**	作者简介：雷磊，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①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6 年 5 月 19 日，第 2 版。

②	 《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	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	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

载《人民日报》2022 年 4 月 26 日。

③	 参见张文显：《论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载《法学家》2023 年第 2 期。

2016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提出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的基本要求，即“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努力构建一个全方位、全领域、全
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① 2022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进一步指出：“加快构建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
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
界学术之林。”②自此，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成为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抓手。相应地，在
法学领域，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将成为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法学体系的
先导和基础。③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多方面发力，多层次入手。其中一个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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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工作是对法学基本范畴，尤其是标识性法学概念和原创性法律范畴进行重构。对此，2023 年 2 月中共
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提出了明确要求：

“紧紧围绕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实践，切实加强扎根中国文化、立足中国国情、解决中国问题的法学理论研
究，总结提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具有主体性、原创性、标识性的概念、观点、理论，把论文写在祖国的
大地上，不做西方理论的‘搬运工’，构建中国自主的法学知识体系。”本文将依次围绕法学基本范畴新时
代重构的时代背景、重大意义、基本途径和核心任务进行阐述，以期抛砖引玉，求得新时代中国法学，尤其
是法理学发展的基本指引。

一、背景：“两个新时代”的到来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构建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之所以要将对法学基本范畴的重构作为关键抓
手，或者说法学基本范畴之所以在当下面临重构的境地，盖出于时代背景的变迁。不可否认，现代法学的
基本范式是由西方，尤其是近代西方所逐步形成的“法律科学”（legal	science）的传统所提供的。而这种
法律科学的传统在数百年的时间里发展起了一套大体自我圆融的概念和范畴体系。以德国法学为例：德国
学界在继受罗马法的基础上对罗马法进行了科学的概念加工和体系构建（潘德克顿学），继而“通过罗马
法而超越罗马法”，先基于私法学知识提炼出一套一般性的概念和原则，复将这套概念和原则“迁移”于
公法领域并进行“调适”（如耶利内克的一般国家法学），从而成为所有法学分支学科的“总论”。这套概
念和范畴彼此支撑、有机联系，极富有解释力和证成力，从而支撑起整个近代法律科学（尤其是狭义上的
法律科学，即法教义学）。例如，德国法学上首先根据“主观”和“客观”之别在逻辑上将“法”区分为“主
观法”和“客观法”：“主观法”以“法律关系”范畴（尤其是作为其内容的“权利”范畴）为基石，“客观法”
则以“法律渊源”范畴为基础，复在其下作多重划分，遂构筑起整个概念和范畴体系。④这套概念和范畴适
应了工商业时代的社会背景和自由主义的政治理念：主观法（权利）在逻辑上独立于和优先于客观法（规
范），客观法的存在及其制度设计是为了保护主体的正当利益及其自由发展。由此，市场经济的发展得以
保护，民主制度的建构得以展开，以自由和民主为核心的个人主义的文化得以塑造。所以，这样一套法学
基本概念范畴既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也有其特定的价值取向。中国近代历史及其法治现代化进程尽管跌
宕起伏，但是大体上延续了这种近代法律科学的传统，也继受了这套概念和范畴（主要通过日本）。建国后，
虽然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我们开始全面师法苏联，但苏联法学所采纳的基本概念和范畴其实与欧陆一
脉相承，其基本保留了这套概念和范畴的框架，而只是对其进行了符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容改造。改
革开放后，在以经济建设为龙头和与国际接轨为主调的背景下，中国学者有意地进行着去苏联化的努力，
力图重新引入和借鉴西方国家的智识资源。⑤究其根本，是因为这套概念和范畴与市场经济和工业化时代
的社会背景是相匹配的。所以，这套法学基本概念和范畴在近代世界法学的发展历程上曾体现出强大的生
命力和跨文化迁移能力，呈现出时间上和地域上的普遍性。

而在今天，我们之所以提出要重构这套法学基本概念和范畴，恰恰是因为当下的时代背景已发生很
大的改变。这个改变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当下的中国已然进入新时代。这个“新时代”具有双重含
义，一是“政治新时代”，二是“科技新时代”。

重构法学基本范畴首先是政治新时代的要求。党的十九大明确宣告，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

④	 萨维尼《当代罗马法体系》的第一篇和第二篇就是围绕“法律渊源”和“法律关系”展开的（参见［德］弗里德里希·卡

尔·冯·萨维尼：《当代罗马法体系》（第一卷），朱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3 年版；［德］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当代罗马

法体系》（第二卷），朱虎、张梓萱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3 年版）。

⑤	 参见雷磊：《法的一般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发展》，载《中国法学》2020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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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进入了新时代。这首先是一个重大政治判断：“新时代”意味着党史和新中国史上的新坐标。这体现为：
一方面是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任务的改变。如果说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已随着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成立而宣告完成的话，那么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历史任务，如果从新中国成立开始算起，我们
至今已为之奋斗了 75 年，这个历史任务还没有完成。但在这一大任务之下，具体阶段的具体任务是不同
的：如果说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奋斗是为了兴国，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新时期的奋斗是为了富国，那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奋斗则是为了强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
代是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革命的成果和继续，但已呈现出不同于前面几个历史阶段的特征。另一方面是中
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
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已处在一个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既是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
时期的继承和发展，同时又是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开启。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进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开启创新发展新时代、强党强国新时代、文化复兴新
时代、和谐共富新时代、美丽中国新时代，⑦已成为新时代的新追求。从制度治理层面而言，党的二十大报
告所提出的“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遵
循。全面依法治国并不仅仅是治国理政的领域性基本方略，而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
局性基本方略。因为法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中具有基础性、引领性、支
撑性作用，全面依法治国在国家发展中具有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价值。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
的完善和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构建，均应紧密围绕这一新时代背景以及全面依法治国的需求来进行。
相应地，法学基本范畴的重构也应当充分吸纳新时代的政治诉求，应和新时代的历史任务。应当基于对中
国国家和社会治理实践的归纳、总结和反思，在一般理论的层面上来对法学基本范畴的内涵进行重构，使
之既具有发生学意义上的中国性、时代性，又具有理论效度意义上的普遍性和一般性。

重构法学基本范畴也是科技新时代的需求。近年来，新科技的迅猛发展带来了社会关系的极大变化。
从历史进程看，人类经历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的转变。当下正在发生的信息革命促成了互联
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的交融发展，使得信息、数据和算法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形成了以信息为资源、以
网络为基础平台的全新数字经济形态，而数据和信息确已覆盖和书写了一个人从摇篮到坟墓的全部私人
生活。它所带来的空前变革，并不是现有生产方式、生活样态的简单拓展和延伸，在很大意义上则是对工
业革命以来生产关系和生活方式的一种替代。⑨与信息社会及其社会关系相应，需要有一种新的法治观念
和法学理论。这种新观念不见得会动摇现代法治的基本理念，⑩但却具有自身的时代特色：作为人类法治
文明的新形态新阶段，其鲜明特质是数字科技与法治体系的深度融合。因此，当下的法学理论要立足数字
中国和法治中国一体建设的实践，深刻把握科技与法治深度融合的强大功能，探索智能社会法治秩序的
规律。同时，加快促成新科技时代背景下法学基本范畴的内涵变迁，以未来法学的新知识积极参与中国自
主法学知识体系的构建，使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足以发挥引领未来的重要作用，充分展现其对世界法
学的感召力和影响力。

新科技时代的法学并不只是围绕科技领域展开法学研究这一意义的“领域法学”（无论称其为“数据
法学”“计算法学”，还是“数字法学”），而是涉及所有法学分支领域对于新科技挑战的回应。因为新科技
时代的法治不是现代法治的自然延伸，而是现代法治的代际转型和总体升级。有学者曾明列两者在诸多方

⑥	 参见曲青山：《新时代在党史、新中国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意义》，载《求是》2019 年第 19 期。

⑦	 参见贾琰洁、魏红：《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界定探微》，载《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2018 年第 3 期。

⑧	 参见雷磊：《深入把握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层次与内外体系》，载《中国司法》2021 年第 3 期。

⑨	 参见马长山：《人工智慧与未来法治》，载《河北法学》2018 年第 10 期。

⑩	 参见张志铭、赵轩毅：《未来法治植根何处：一种分析进路的概念省察》，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22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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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不同：在环境条件上，现代法治立足于物理空间，而新科技时代的法治立足于数字空间（虚拟 / 现实的
双重空间）；在经济基础上，现代法治的基础是工商经济和商品逻辑，而新科技时代的法治的基础是数字
经济和信息逻辑；在行为规律上，现代法治主要反映生物人（自然人和法人）属性及其行为规律，而新科技
时代的法治主要反映生物人 / 数字人的双重属性及其行为规律；在价值形态上，现代法治主要呈现基于人
财物配置和流转的分配正义，新科技时代的法治主要展现基于信息控制 / 分享和计算的数字正义。⑪与此
相应，新科技时代的法学也不应仅仅是传统法学范式在新科技条件下的简单应用，而更需要融汇多学科
知识体系，探寻解决数字社会发展“时代之问”的答案。⑫应当指明，新科技对于法学基本范畴的挑战看上
去不如对方法论和价值论的挑战那么直观和明显，但这种挑战的意义或许更为重大。因为如果这种挑战最
终成功，就会涉及整个法学底层逻辑的彻底变革。⑬

总之，正是“政治新时代”和“科技新时代”的到来，为法学基本范畴的重构提供了背景和动因，或者
说“激扰”法学知识体系更新的环境。

二、意义：法学基本范畴作为法学知识体系的底层架构

之所以说法学基本范畴的重构会涉及法学底层逻辑的变革，是因为无论从法学的历史发展还是从自
身逻辑看，法学基本范畴都构成了法学知识体系的底层架构。这同时体现在法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
话语体系三方面。

从法学学科体系看，法学基本范畴构成了近代法律科学的“通用语汇”。在欧陆历史上，研究法学基本
范畴的学问被称作“一般法学说”（allgemeine	Rechtslehre），它作为法学研究的独立分支诞生于 19 世纪
中后叶的德国。科学范式的转换、传统法哲学的衰落和部门法学的内在诉求构成了这种研究形成的背景。
近代意义上的科学具有两个特征：一是基于经验基础上的一般性，二是作为知识整体的体系性。这种科学
观念的兴起迫切要求转变法理学研究的范式，即从实质价值（法理念）取向的传统法哲学走向更多采取形
式—结构取向的一般法学说。这种远离先验原则而返归实在法的努力不仅来自科学的要求，也源自法教义
学（部门法学）的内在诉求。因为作为一种对现行实在法进行解释、建构与体系化的作业方式，法教义学牢
牢受制于特定领域的实在法，至多只能提炼并阐释某个部门法的基本概念，并建构出该部门法内的体系关
系。而要满足法律科学之一般性和体系性的要求，就要超越特定的部门法知识，建构出适用于整个法律体
系的基本概念，甚至超越特定国家法律体系的基本概念。承担起诸法教义学之“总论”角色的，就是一般法
学说。一般法学说基于部门法学又超越部门法学，它对于部门法学的意义体现在三个方面，即体系构造功
能、学说批判功能和知识筛选功能，可谓	“教义的法理”。它既在知识上为部门法学提供“总论性”的基本概
念和原理，从而促进它们的体系严密性和稳固性，也从方法上为部门法学澄清法律人独特的作业方式，从
而维系法学的独立性和开放性。它还能对部门法学进行解剖式观察，洞悉其知识和方法上的局限，从而保
有反思和修正的可能。这使得教义化的部门法学研究成为一种不断趋向于科学化和理性化的事业。也正因
为如此，一般法学说与法教义学（狭义法律科学）合在一起成为近代“法律科学”的固有组成部分。⑭可见，
正是一般法学说所着力构筑的法学基本概念构成了近代法律科学中跨越诸多部门法学的“通用语汇”。而

⑪	 参见马长山：《为什么是数字法学》，载周尚君主编：《法律和政治科学》（2022 年第 1 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10-11 页。马长山教授使用的是“数字法学”这一称呼。

⑫	 有学者认为，数字法学的内核是一种具有普适性的法学范式——“第五范式”，以与实验科学范式、理论科学范式、计算科学

范式和数据密集型科学发现范式相区别（参见杨东、高一乘：《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数字法学范式》，载《法学杂志》2023年第2期）。

⑬	 参见雷磊：《新科技时代的法学基本范畴：挑战与回应》，载《中国法学》2023 年第 1 期。

⑭	 参见雷磊：《法理论：历史形成、学科属性及其中国化》，载《法学研究》2020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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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基本范畴的新时代重构，在某种意义上也意味着对这套“通用语汇”的重新阐释与塑造。
从法学学术体系看，法学基本范畴可谓是法学理论创新的“思想芯片”。以清末修律为标志，中国自晚

清开始被迫走向法治现代化的道路。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尤其是德国的法学概念和术语经由日本（通过日
译汉字）输入中国，形塑了近代中国法学发展的基本图景。此后百多年的时间里，虽历经政权更迭和政治
环境转换，但这套基本的概念和术语一直延续至今（尽管有时也遭受来自意识形态的批判或内涵更替，但
整体框架得以维系）。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与国际接轨的大背景下，这套概念和术语的影响重新得到
强化。甚至可以说，离开这套基本概念和术语，中国法学就将处于“失声”的状态。在新时代背景下，缺乏中
国自主的法学概念和范畴也成了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构建中的“卡脖子”问题。正因为看到了这一点，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7 年 5 月 3 日考察中国政法大学的讲话中不无针对性地指出：“我们不能做西方理论
的‘搬运工’，而要做中国学术的创造者、世界学术的贡献者”，“我们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和实际出发，正确
解读中国现实、回答中国问题，提炼标识性学术概念，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国际视野的学术话语体系”。⑮如
果说芯片决定了信息技术的产业生态，塑造着各个重要信息系统的设计模式、交互方式、评价体系、优化路
径，并持续对其发展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的话，那么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中的核心概念就类似信息
技术中的芯片，可称为“思想芯片”。“思想芯片”就是科学提炼出来的概念、范畴。概念、范畴是认识的结
晶、知识体系的元素，是衡量一个民族理论思维的尺度。就像张文显教授指出的，构建中国自主法学知识
体系，要把“科学家精神”和“工匠精神”结合起来，打造既有深刻思想内容又有精湛结构的“思想芯片”。
在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方面，我们与西方法学最大的差距就在于提炼对世界法学有普遍影响的原
创性概念、范畴的能力不足。没有大批原创性概念、范畴，缺乏建构法学知识体系所必需的创新性、范式性
的核心概念和基石范畴，所谓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不过是“空中楼阁”。⑯

从法学话语体系看，法学基本范畴形塑了中国法学对外传播的“基本语法”。2011 年，中央提出以对
中国实践的创新性解读为基础，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在全球范围内争夺话语权的重大
任务。我们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
社会科学中的中国”。⑰然而，十多年过去了，我们构建中国法学话语体系，占领世界法学话语体系高地和
掌握国际话语主动权的能力仍显不足，特别是在国际法治和全球治理领域，“西强我弱”的格局还没有根
本改变。这既与西方法学话语占主流地位的历史惯性有关，也与我们自身仍未有意识地将法学基本范畴重
构视为更新世界法学话语的核心任务有关。在法学国际交往，甚至斗争的过程中，我们必须用一套新的法
学基本范畴或主张既有法学基本范畴的新内涵来形塑对外传播的“基本语法”，增强这种话语体系的认同
度和吸引力。要指出的是，强调这套法学基本范畴及其话语既然要对外发声，也就潜在蕴含着可被普遍接
受和可通约的诉求，要契合普遍的世界潮流。⑱这首先就体现在，我们所提出的法学基本范畴及其话语必须
承载全人类共同价值。虽然每一种文明都是独特的，但不同文明间又有一些共同的价值认同和价值追求，
全人类共同价值就是不同文明价值认同和价值追求的最大同心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
出：“世界各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尊重世
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
全球性挑战。”⑲我们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这些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完全吻合的。因此，新时代法

⑮	 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176 页。

⑯	 参见张文显：《论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载《法学家》2023 年第 2 期。

⑰	 同前注①。

⑱	 参见雷磊：《三大体系建设与“戴逸之问”的破解》，载《探索与争鸣》2023 年第 9 期。

⑲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

大会上的报告》（2022 年 10 月 16 日），人民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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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话语体系建设须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底色，着力打造既符合普遍潮流又具有中国特色的基本范畴体系。
综上，在新时代背景下对法学基本范畴进行重构，是推进法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的

“基建工程”，是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核心要义。

三、途径：通过理论融通与实践归纳重构法学基本范畴

重构法学基本范畴的基本途径何在？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方面要进行理论上的融会贯通，另一方面
要对历史和当下的法治实践予以归纳提炼。

（一）理论融通：贯通三个传统
理论融通即要贯通三个传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尽管诞生在一个半世纪之前，但历

史和现实都证明它是科学的理论，迄今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坚持马克思主义，主要是贯彻它的世界观和
方法论，也即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新时代中国法学基本范畴应当是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
证唯物主义方法运用于中国国家和社会治理实践的产物，也即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方法”与中国化、时
代化的“法律质料”相结合的产物。这一点不乏学术史的例证。例如，十月革命之后，“法律关系”的概念
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因为在苏联学者看来，正是法律关系的范畴，证明了社会主义的法律科学对法律
现象的解释有其区别于资产阶级法律思想的独特性。⑳20 世纪 50 年代，苏联法学被中国全盘照搬，苏联
式的“法律关系”概念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影响。按照苏联法学的观点，法律关系是社会关系与法律规范相
结合之产物，具有两个特征：一是社会性，法律关系的根源是物质生活关系，归根到底要受物质生活关系
的制约和决定；二是法律性，法律关系是根据法律规范形成的特殊社会关系，法律规范是法律关系的必要
条件或前提。21从 80 年代初开始，中国学者更灵活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努力对苏联学说进行超
越和创新。如，当时有学者独创性地在一种“动态过程”中来把握法律关系，将法的调整分为三个阶段，即
法的创制阶段、实施阶段和实现阶段。创制阶段在法律上对社会关系作出规定，确认抽象行为模式（权利
和义务）；实施阶段在出现一定法律事实时抽象行为模式具体化为特定主体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形成法律
关系；实现阶段则在法律关系主体之间实际地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法律关系被认为是法的实施阶段的结
果。22中国学者还在法律关系的客体类型方面进行了重要创新，形成了超越苏联法学的四分法，即“物”“人
身”“精神产品”和“行为结果”。其中“人身”完全是中国学者的首创。23这种创新或许部分源于当时已经
开始出现的人体器官移植的社会实践。因此，新时代法学基本范畴的重构，应当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
为依循，凝结出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成果。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继续吃深、悟透马克思
主义哲学和法学的原理，另一方面灵活运用科学社会主义的方法，而非僵化地复制马克思主义者针对特
定历史情境的具体观点。

二是中华优秀法治文明的传统。任何国家的法治实践以及与之相应的法学研究都是在这个国家和民
族的历史和文化“母体”中展开的。法律是随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语言、风俗、文化、思想的发展而孕育起
来的历史性现象，它不可能与其背后的历史传统和民族精神相割裂。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构建既需要立足
于当下需求进行理性规划，也需要汲取本民族历史上一切有益的思想要素。中国古代典籍中包含着丰富的
治国理政智慧，为古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依据，为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正如习近平总

⑳	 参见［苏联］哈尔芬娜：《法律关系理论的方法论方面》，载《苏维埃国家与法》1971 年第 10 期。

	 参见［苏联］卡列娃等：《国家和法的理论》（下册），李嘉恩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438 页。

	 参见孙国华主编：《法学基础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322 页。

	 同前注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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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所指出的：“我国古代法制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智慧和资源，中华法系在世界几大法系中独树一帜。”24

合理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法治文化，也是构建法学知识体系时文化自信的体现。我国传统法治文化的内涵极
为丰富，尽管存在一些与当今人类共同价值、新时代精神不符的内容，但也不乏跨越时空的思想精华。仅
就概念而言，有“典”“律”“法”“令”“法令”“法律”“法制”“礼法”“礼制”“法经”“法典”“刑统”“规矩”“轨
道”“制度”“国法”“政法”“宗法”等反映法的本体论的概念；有“道”“天理”“法理”“政理”“道理”“事
理”“情理”“公平”“仁义”“理义”“道义”“正名”“民本”“敬天”“保民”“经权”等承载着人文精神
和法理意涵的概念；还有许多技术性法学（法律）概念，例如“律母”“律眼”等。这些法学概念和术语，表
征着中华民族祖先的概念表达力和概念创造力。25当然，对古代优秀传统法治文化的尊重、借鉴与吸收，并
不意味着对历史上一切法学概念及其背后观念的全盘继受。虽然中华传统文化中有许多优秀的法治思想，
但也存在与现代法治精神不匹配的观念。因此，新时代法学基本范畴的重构不是对传统的“守旧”“复古”
式的继承，而是对传统所进行的面向当代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进行转化和发展时，在判断哪些
传统文化基因能够被合理吸收时所应遵循的标准，在于它们是否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当代法治的
普遍观念。26换言之，对于从根本上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当代法治普遍观念相抵牾的传统观念，应当
坚决摒弃。例如，中国古代的“民主”讲的是“为民做主”而非“人民当家作主”，是“治民”而非“民治”，
其背后是几千年来形成的官本位思想、“主奴”意识。新时代重构“民主”这一基本范畴时就要从根本上铲
除这种思想意识，还原一个独立的、具有主体性的“人”和平等的、权利受保障的“民”，由此吸纳“坚持人
民的主体地位”和“依法保障人民权益”这些新内涵。相反，对于含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当代法治
普遍观念相容之合理内核的传统观念，则应当进行创新性改造。如当代的“法治”范畴就可以充分吸纳古
代“律”的内涵（强调“准绳”“均布”，即现在所说的“规则之治”），只是还需补充限制权力和保护权利等
内容。

三是西方优秀法治文化的传统。吸纳中华传统优秀法治文明的养分，绝不意味着闭门造车，唯我独尊。
以开放的心态欢迎一切外来的优秀法治文化养料，是法治文明交流互鉴的必然结果。2019 年 5 月 15 日，
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指出：“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
而发展。”法治文明是人类社会的基本标志之一，交流互鉴是人类法治文明发展的基本要求。法学基本范
畴是法治文明的概念性呈现，在器物—制度—思想的三层构造中属于思想层面，而且属于思想层面的顶
层。相比于器物和制度层面，位居思想层面的法治文明一方面更加容易传播——因为它不像制度和器物那
样受到许多地方性知识和现实条件的制约，另一方面则更加难于扎根——因为传统思维的惯性是强大的，
而思维模式的变更相比器物和制度更加困难。尤其是，许多法学基本范畴都属于“负载价值的”（value-
charged）范畴，而非纯粹的描述性范畴。不同的范畴体系很多时候往往是不同价值体系的产物。对此，在吸
收外来优秀法治文化重构法学基本范畴时，要同时从两个方向上进行努力：一方面，要充分借鉴和吸纳反
映法治一般规律的思想元素。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反对西方的普世价值，但并不反对全人类共同价值。自由、
平等、民主、人权等基本价值应当得到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尊重，并将其内化为基本范畴的价值根基。
另一方面，也要高度警惕与我国基本政治立场和政治体制存在紧张关系的外来思想元素。在建构中国新时
代的法学基本范畴时，不能将某一种观点当作某个基本范畴的唯一理解。一些理论主张在一定地域和历史
文化中具有合理性，但如果用它们来对世界各国的类似概念都进行“格式化”，那就荒谬了。在借鉴西方优
秀法治文化要素构建中国法学基本范畴的过程中，应全面准确贯彻落实我国宪法的基本原则，站稳基本
政治立场，以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为根本目的。总之，要在坚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

	 同前注⑮，第 110-111 页。

	 同前注③。

	 参见雷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主体性和原创性》，载《国家治理》2022 年第 1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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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提下，认真鉴别、合理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有益知识和理论，但决不能不加鉴别地全盘吸收国外的思
想和理念，而要做到识别有据、借鉴有度，最终达到开放性与自主性的结合。

综上，新时代重构法学基本范畴要在遵循科学社会主义基本方法论的前提下，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
用、兼容并蓄，既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也要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当下，坚持继承性、开放
性与主体性、原创性的结合，善于对传统资源、外来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在“跨古今”和“跨中西”的格
局下，不断推陈出新。一言以蔽之，只有将马克思主义之“道”、中华文明之“根”和国外优秀法治文明之

“器”结合起来，27方能成功铸造中国法学自身的自主知识传统。
（二）实践归纳：汲取现实经验
法律是一种实践理性，法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实践所提出的时

代性问题以及对这些问题的探索和解决构成了我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和发展的动力和源泉。28正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要推出具有独创性的研究成果，就要从我国实际出发，坚持实践的观点、历史的观
点、辩证的观点、发展的观点。”29为此，要系统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和法治实践的经验，通过实
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对法治实践进行法学学术提炼和法学学理阐释，建构具有自主性、原创
性、科学性、标识性、包容性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30并在此基础上提炼归纳出符合实践需求的法学基
本范畴。

为此，尤其应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中国式法治现代化道路的百年实践进行全面梳理。以历
史节点为标准，可将百年来的法治实践分为四个阶段：31一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法治实践。在新民主
主义革命时期，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人民开展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艰苦卓绝斗争中，
始终把建立新民主主义革命法制作为重要工作来做，制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以及大量法
律法令，创造了“马锡五审判方式”。由此诞生了“人民司法”（群众路线）的概念，甚至提出了“党内法规”
概念。二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法治实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
治向人民民主的飞跃。1954 年《宪法》以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两大原则为统领，规定了我国的国体、政体、
国家机构、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等，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
义国家，建立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实现了人民民主法律化制度化。由此，从体
制转换时的“法统”，到后来制度建成时的“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法制”，这些概念成为统领整个中
国法学的基石性范畴。三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法治实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
了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新的伟大社会革命，这场新的伟大社会革命在法治领域的集中体现，就在于实现
了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策型的法律秩序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现代法理型法治秩序的历
史变革。这一历史时期将依法治国确立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把依法执政确定为
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形成和完善了以宪法为统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将“国家尊
重和保障人权”写入了宪法。与此相应，“依法治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
系”“法治经济”“法治社会”等范畴成为新的统领性范畴。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法治实践。党
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政治体制改革稳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国家监
察制度平稳设立。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历史和现实相贯通、国际和国内相关联、理论

	 同前注⑱。

	 参见苗炎：《加快建构中国法学的自主知识体系》，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22 年第 3 期。

	 同前注①。

	 参见林华、江夏皓：《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原则与方法》，载《社会科学》2023 年第 4 期。

	 以下参见张文显：《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载《中国法学》2022 年第 1 期；公丕祥：《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的演进历

程》，载《学术界》2022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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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实际相结合上，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等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其中就包括了习近平
法治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国”“法治中国”“法治体系”“涉外法治”“法治轨道”“法
治思维”“法治方式”等诸多原创性范畴，尚需进一步的学术化阐述、理论化表达和体系化建构。

唯需注意的是，法学基本范畴的重构需要对当下法治实践予以归纳、需要汲取现实经验，这不意味着
可以从经验直接上升为理论。经验和理论属于性质不同的范畴，后者往往包含着理论工作者的阐释和反
思。社会科学概念具有“互动阐释”的特性，从实践视野出发，探索概念建构与阐释的方法、路径具有重要
意义。32尤其是，法治实践是一种价值内置的活动。理论工作者对法治实践的归纳，不仅要总结法治实践的
外在面向即经验，也要阐释法治实践的内在面向即价值，并且要在两个面向之间实现反思均衡。这种反思
均衡是通过“建构性解释”的方法来获得的：一方面，从特定实践中抽象出一个一般性的价值，这个目标
必须是符合那个实践的；另一方面，还需要依照此价值来调整实践，以便使之以最佳的方式实现价值的要
求。这意味着，在以最佳方式实现该价值的推动之下，相应实践的现状可能被改变。33进而，从特定实践中
抽象出一般性价值的主要方法和路径，包括概括、思想、思辨批判和分析等。34将既有法治实践经过这种建
构性解释之后上升为法学概念和范畴，将使得这些概念和范畴既具有经验基础，又具有引导和塑造未来
法治实践的规范力。

四、任务：构筑兼具普遍性与中国性的法学基本范畴体系

法学基本范畴新时代重构的核心任务，在于构筑兼具普遍性与中国性的法学基本范畴体系。言其具
有“中国性”，是因为在发生学的意义上，这套基本范畴应当“源于中国”，即扎根于中国历史文化，立基于
中国社会实践，并能提供“中国版本”的法律科学。言其具有“普遍性”，是指这套基本范畴在内容要素、方
法依据、价值追求上都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也要为世界法学的发展提供具有普遍借鉴意义的范式。所以，
中国性与普遍性并不矛盾：“中国性”讲的实质是这套概念和范畴由中国学者提出，在内容上带有“中国
印记”；而“普遍性”指的则是这套概念和范畴具有内在的普遍诉求，其效域并不限于中国。它是一种普遍
性、一般性的理论，是可以与旧法学基本范畴相竞争且可以对其他国家发生影响的新时代理论体系。这同
时也提醒我们，在构筑新时代法学基本范畴体系时，不可过于强调自身的特殊性。因为过分的特殊性意味
着“孤立性”和“不可通约性”，既拒斥外来的有益养分，也拒斥对外的有益示范。这其实是一种文化和道
路的不自信，在前提上隐含地预设了西方学说的普遍性和中国理论的例外性，预设了西方法学的扩张性
姿态和中国法学的防御性姿态。所以，“中国特色”和“中国主体性”只表示我们的理论学说在作者身份和
内容属性，而不意味着它们只能为中国人理解和接受，更不意味着它们只限于中国疆域发挥效用。这尤其
是因为，法学基本范畴属于法理学研究的范围。在法学学科中，诸部门法学（法教义学）具有天然的“国别
性”和“本土性”，因为它是围绕本国的现行实在法，在本国的政治—法律体制和社会文化环境中进行法
律适用的产物；35相反，法理学则提供关于法（the	law）和法学的一般概念、原理和方法，是超越特定国家具
体法（a	law）的普遍性研究，在性质上与哲学相同，是不分国界的。作为法理学的组成部分，法学基本范畴
在性质上也同样具有普遍性。

	 参见张大伟、周彤：《概念供给：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当务之急》，载《编辑学刊》2023 年第 1 期。

	 Ronald	Dworkin,	Law's	Empire,	Cambridge(Mass.):	Belknap	Press,	1986,	pp.45-78．

	 在此参考了有关学者对于法理的提炼方法（参见邱本：《如何提炼法理 ?》，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8 年第 1 期）。

	 当然，这仅是就作为知识的法教义学（而非作为方法的法教义学）而言的。对此参见雷磊：《法教义学：关于十组问题的思考》，

载《社会科学研究》2021 年第 2 期。



24

新时代法学基本范畴的重构2024 年第 2 期 法治研究

为了构筑兼具普遍性与中国性的法学基本范畴体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努力。首先，要加强对原创性
概念和范畴的研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原创性和标识性的学术概念、范
畴。试举三例。

一是“法治体系”的范畴。2014 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 2016 年的中央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作为我们提出的具有原创性、时代性的概念和理论之一。社会主
义法治体系是法学理论的新概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法治建设的新思维、新纲领。36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就是要形成“五个体系”，即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
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和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法治体系”范畴的原创性显而易见：一
方面，它是“法的统治”在法律的价值层面、事实层面和形式层面的有机统一，使得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成
为真正意义上的系统工程，37使得法治建设的中心工作从静态法律规范体系的完善转向动态法治治理体
系的建构。38另一方面，它提出了“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等新概念，并将它们
与“党内法规体系”一起纳入法治体系中。法治实施与法律实施、法治监督与法律监督有何区别？法治保
障体系的意义与内涵是什么？党内法规体系的纳入意味着将党规和国法都作为法治系统的规范，其正当
性基础何在？等等。这些问题都有待更深一步的研究，这些概念的内部融洽度也有待进一步的提高。

二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范畴。2019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街道基层立法
联系点时，第一次提出“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2021 年 7 月 1 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又特别提出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
民主”，在其中加入了“人民”二字。2022 年 10 月，党的二十大报告把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确定为中国式
现代化本质要求的一项重要内容，强调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可以说，全过程
人民民主是新时代背景下人民民主的最新形态。39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民主”强调的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即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强调了“过程性”这种民主的内在要求，真正
解决了过去过于强调选举的民主性所造成的国家权力运行的诸多环节人民“不在场”的情形，通过人民
的广泛参与和有效监督，来保证国家权力运行机制始终处于人民民主治理的框架中；40全过程人民民主的

“全”，指的是民主的主体、参与的内容、覆盖的范围和民主的流程都要全面。就此，有论者认为，全过程人
民民主具有持续民主、真实民主、广泛民主、协商民主四个法治向度。41那么，在类型学上，全过程人民民主
是与其他什么民主相对？它能否解决多数人的暴政问题？它与代表的关系是什么？等等。这些问题尚待
进一步研究。

三是“法治轨道”的范畴。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轨
道”是一个非常具象的概念，本指车辆通行的轨迹和道路，后引申为遵循法度。42将“轨道”与“法治”联
结，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又一典范，形象地表达
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全方位、全过程、全领域加强法治建设的要求。43“法治轨道”的核心要义

	 参见张文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载《法学研究》2014 年第 6 期。

	 参见魏治勋：《从法律体系到法治体系——论党的十八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基本建构》，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13 年第 1 期。

	 参见陈金钊、宋保振：《法治体系及其意义阐释》，载《山东社会科学》2015 年第 1 期。

	 参见张君：《全过程人民民主：新时代人民民主的新形态》，载《政治学研究》2021 年第 4 期。

	 参见莫纪宏：《在法治轨道上有序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载《中国法学》2021 年第 6 期。

	 参见胡玉鸿：《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法治向度阐析》，载《法学研究》2022 年第 3 期。

	 “轨道，言尊法制也。”（班固：《汉书》卷二十二）

	 参见王旭：《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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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它与“法治体系”“法治文明”“法治国家”的关系又是什么？这些问题今后都值得作进一步探究。
其次，要加强对普遍法学概念和范畴的新内涵研究。一些法学基本概念和范畴虽然在新时代需要一

如既往地被坚持，但其内涵需要更新迭代。例如“法治”这个范畴本身。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
论首先就需要对“法治”范畴的内涵进行创新发展。任何“法治”范畴（包括“社会主义法治”）都需要坚守
法治的基本内核：法治是规则治理、制度治理和程序治理，也是良法善治。但是，一方面，“良法善治”在新
时代具有不同以往的内涵：它既蕴含着“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理念——法治建设为了人民、法治发展依
靠人民、法治成果由人民共享，满足人民对法治的美好需要，44也要求“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
民守法”的全环节治理。另一方面，“法治”范畴必须被放在关系的视角和发展的视角下来理解。法治不是
孤立的现象，必须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去剖析法治和政治的关系、法治和德治的关系、法治和民主的关系
等，以求得对于法治的准确定位；法治也不是静止的概念，而处于动态发展之中，法治以现代化为目标，以
文化传承、文明互鉴为规律，以变法革新为动力。所以，法治关系论与法治发展论必须成为法治范畴论的
内在组成部分。其中尤其值得深入探讨的是“法治现代化”这一合成性范畴。这个术语本身是否内含着矛
盾？就此而言，一方面取决于对“法治”性质的理解，另一方面则取决于对“现代化”之性质的理解。一种
观点是，法治作为一种治国理政的方式自古有之，传统法治与现代法治尽管存在差别，但其实反映的是法
治的不同版本。45据此，“法治现代化”的说法就可以成立，因为它指的不过是从传统法治向现代法治的转
变。46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作为与“人治”相对立的范畴，法治本身是一项现代性事业，是现代社会区别
于传统社会的标志之一。如此一来，“法治现代化”的概念似乎就内含着矛盾。此时取决于对“现代化”一
词的理解：如果将现代化理解为一个特定的历史进程，即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的过程，那么“法治”
与有历史终结点的“现代化过程”就是同构的。此时“法治现代化”就的确是一个冗余或不当的表述。相
反，如果将现代化理解成是人类历史的终极取向，而非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那么“法治现代化”作为一
个开放性的、而非终局性的概念，就可以用来指法治的观念、制度、实践的一种不断自我更新、迭代和永无
终结的历史进程，其表述就并无不当。

再次，科技新时代也会为传统法学基本范畴的更新提供契机。例如，传统上（民事）法律行为指的是当
事人旨在根据意思表示的内容获得相应法律效果的行为，也即通过当事人的行为自己创设法律义务。这个
概念被认为承载着私法自治的价值，因而成为公法与私法相界分的标志。但是在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
通过算法系统可以在完美地与真人完成常规化的交易行为，并达成法律效果（例如完成剪发预约或餐厅
订位）的同时，缺乏任何“意思表示”。因为“意思”是一种观点，它属于心灵的能力，而心灵必须具备外在
的物质基础。很显然，人工智能不具有物质意义上的人类心灵。虽然如此，人工智能却可以依照事先设定
的算法，甚至通过自我学习掌握的算法作出程式化的“表示”，而这看起来并不影响常规化的社会交往。在
此，从“意思”到“表示”的逻辑链条被打断了，“无意思的表示”成为可能。而这类社会关系不仅存在于私
法领域，也可能存在于公法领域。因此，至少在这类社会关系中，既有的法律行为概念面临解体之虞：法律
行为可以只是一种纯粹程式化的宣告，是根据（外在）表示的内容获得相应法律效果的行为。47

最后，要按科学严密的内在结构构筑起新时代法学基本范畴体系。体系并非不同事物的随意堆砌，而
必须具备内在结构。所谓结构，是指作为一个系统或整体而存在的事物诸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48任何结

	 参见张文显：《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体系》，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21 年第 1 期。

	 例如，英国法哲学家拉兹就认为，“在不违背法治的情况下，法律可以形成奴隶制”（［英］约瑟夫·拉兹：《法律的权威：法律与

道德论文集》，朱峰译，法律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92 页）。

	 参见汪习根：《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理论体系》，载《政法论坛》2022 年第 6 期。

	 同前注⑬。

	 参见［瑞士］皮亚杰：《结构主义》，倪连生、王琳译，商务印书馆 1984 年版，“译者前言”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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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理论都要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要素的划分”问题，二是“要素间的关系或联结方式”问题。这两个
问题是彼此关联的，要素的划分构成谈论其关系的前提，而要素间的联结方式往往又决定了如何划分要
素，不同的要素联结方式会导致不同的要素划分后果。49例如前面提到过的近代德国的一般法学说，就是
在将“法”分为“主观法”和“客观法”的基础上，再各自按照一定标准进行继续划分，从而构造起比较严
密的范畴体系。在这个体系中，诸范畴一方面彼此间各就其位、互不重合，另一方面也相互联系、彼此支撑。
在理想状态下，法学基本范畴体系的构筑应符合这样的标准：将上位概念按一定标准区分为数个下位概念
时，下位概念彼此之间没有交叉，合起来则穷尽上位概念之全集。比如，“人”可以分为	“成年人”和“未成
年人”，“成年人”不可能是“未成年人”，反之亦然；同时，“成年人”和“未成年人”合起来就是“人”的全
集。当然，没有交叉和穷尽全集都只是从特定的分类标准而言的。采取不同的分类标准，当然会产生不同
的结果。比如，“人”也可以分为“男人”和“女人”。成年人既可以是男人，也可以是女人，未成年人同样如
此。但从性别这一分类标准而言，也应符合没有交叉和穷尽全集的要求。依据此要求，就可以构筑起具有
严密内在结构的法学概念体系。例如，“权利”首先可被分为绝对权与相对权，前者可分为支配权、人格权、
亲属权和继承权。支配权可分为物权和知识产权，物权又区分为所有权和限定物权，后者再次分为取得权、
使用权和担保权。所有这些范畴又可以不断进行再分类，例如担保权可分为动产担保权和不动产担保权，
抵押、土地债务、定期土地债务又是不动产抵押权的主要亚类，等等。50

对于新时代中国法学基本范畴体系而言，可以采取这样一种与西方法学不同的建构思路，即构筑以
“法”与“法治”为核心的二元范畴体系。西方学者通常是在纯静态学意义上来理解法学基本范畴的。51其
将作为客观存在物的“法”作为一阶范畴，然后按照主观和客观的二分法区分出主观法和客观法这两个二
阶范畴，接着再继续将它们各自区分为三阶、四阶概念的观点。但无论是哪一层级的概念，都具有静态性。
与此不同，新时代的中国法理学可以在静态视角之外，构筑起以另一个一阶范畴“法治”为核心的动态意
义上的法学基本范畴体系。之所以说其具有动态性，是因为“法治”本就意味着“法律的统治（治理）”，而
统治或治理无疑是一种动态活动。无论是前述五个“法治体系”，还是“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
民守法”，抑或“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或“法治现代化”，都包含着动态运
行和发展的面向。今后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包括：依据什么样的分类标准在“法治”之下区分出二阶、三
阶、四阶概念……？怎样划分才能在各阶层上做到概念之间没有交叉且合起来穷尽全集？静态体系与动
态体系彼此之间的内在联系是什么？例如，我们对于“法治”的内涵界定与对“法”的内涵界定如何保持
内在的一致？等等。无论如何，以“法”为核心的静态范畴体系与以“法治”为核心的动态范畴体系的结
合，可能是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实现对西方法学之弯道超车的一条可选思路。总之，整理这些年
来提出的新概念、新范畴，发掘这些概念和范畴之间以及这些概念和范畴与既有的概念、范畴之间的内在
联系，去粗取精、去芜存菁，打磨细化、系统整合，进而打造出一个既有内在紧密勾连而又错落有致的法学
基本范畴体系，应当成为中国法学，尤其是中国法理学未来努力的方向。

五、结语

在新时代背景下对法学基本范畴的内涵和体系进行重构，是构建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成事之
要”。为此，既要明确新时代法学基本范畴重构的背景和意义，也要澄清这种重构的途径，更要把握其核心

	 参见雷磊：《法律规则的逻辑结构》，载《法学研究》2013 年第 1 期。

	 参见雷磊：《法教义学的方法》，载《中国法律评论》2022 年第 5 期。

	 典型代表为凯尔森。参见［德］汉斯·凯尔森：《纯粹法学说》（第二版），［德］马蒂亚斯·耶施泰特编，雷磊译，法律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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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当下对法学基本范畴的重构，是出于两个新时代即“政治新时代”和“科技新时代”的客观需求。从
法学学科体系看，法学基本范畴构成了近代法律科学的“通用语汇”；从法学学术体系看，法学基本范畴
可谓是法学理论创新的“思想芯片”；从法学话语体系看，法学基本范畴形塑了中国法学对外传播的“基
本语法”。重构的基本途径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要进行理论上的融会贯通，也即贯通马克思主义、中华传
统优秀法治文明和西方优秀法治文化三个传统；另一方面要对历史和当下的法治实践予以归纳提炼，并通
过建构性解释上升为法学概念和范畴。重构的核心任务在于构筑兼具普遍性与中国性的法学基本范畴体
系，为此要加强对原创性概念和范畴的研究，加强对普遍法学概念和范畴的新内涵研究，并按科学严密的
内在结构构筑起以“法”和“法治”为核心、兼具静态性和动态性的二元法学基本范畴体系。

最后要指明的是，正因为法学基本范畴构成了法学知识体系的底层架构，所以对它们的重构和更新
更应该小心谨慎、稳扎稳打。一套新的基本范畴体系就是一种新的知识传统，而知识传统的形成是需要长
时间沉淀的。为此，既要为中国法学者留下足够的时间来进行学理上的积淀、提炼、归纳和创新，也要为其
留下足够的空间进行选择、比较和“试错”。因此，未来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建构应当“蹄疾步稳”：“蹄
疾”是就这一任务的紧迫感而言的，中国法学者应当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态度投入到中国自主法学知
识体系的建构工作之中；而“步稳”则是为了这一任务最终取得成效，因为根深才能叶茂，行稳才能致远，
我们切勿过度将政治焦虑转化为学术焦虑，而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和毅力来等待新的法学基本范畴体系孕
育成熟。

Abstract:	Reconstructing	 the	connotation	and	system	of	basic	categories	of	 law	 in	 the	new	era	 is	 the	"key	 to	
success"	in	constructing	China's	independent	legal	knowledge	system.	The	coming	of	the	"new	era	of	politics"	and	
the	"new	era	of	technology"	provided	the	background	and	motivation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basic	categories	of	law.	
The	basic	categories	of	 law	constitute	 the	"universal	vocabulary"	of	modern	legal	sci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gal	discipline	system,	which	can	be	described	as	the	"thought	chip"	of	legal	theory	innov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gal	academic	system,	and	will	mold	the	"basic	grammar"	of	Chinese	law	for	external	dissemin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gal	discourse	system.	In	order	to	reconstruct	basic	categories	of	law,	on	the	one	hand,	it	is	necessary	
to	achieve	theoretical	integration,	that	is,	to	penetrate	the	tradition	of	Marxism,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excellent	rule	
of	 law	civilization	and	the	Western	excellent	rule	of	 law	culture.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necessary	to	summarize	
and	refine	the	historical	and	current	practices	of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	and	to	ascend	them	to	the	concepts	and	
categories	 in	 legal	science	 through	constructive	 interpretation.	The	core	 task	of	 this	reconstruction	 is	 to	build	a	
basic	legal	category	system	that	is	both	universal	and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o	this	end,	we	should	not	only	
deepen	the	research	on	original	concepts	and	categories,	but	also	strengthen	the	research	on	new	connotations	of	
universal	legal	concepts	and	categories,	and	construct	a	binary	legal	basic	category	system	according	to	its	scientific	
and	rigorous	internal	structure,	which	place	"Law"	and	"Rule	of	Law"	as	its	core	categories	and	has	both	static	and	
dynamic	nature.
Keywords:	basic	categories	of	 law;	 independent	 legal	knowledge	system;	 the	new	era;	universality;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